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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豆形灯。灯是从食器中的豆演化而来的。海昏侯墓
出土的青铜豆形灯，多是上部为圆形灯盘，腹壁略微倾斜，
中部为竹节状灯柱，下部延展为喇叭形底座。灯柱下部饰一
圈凸出的宽带纹。举例介绍几件有铭文的豆形灯。其中一件
青铜豆形灯灯盘外壁刻有十五字铭文“昌邑宦银烛定重六
斤十四两二年造”的字样，应为刘贺从昌邑故国带至豫章海
昏之物。另一件青铜豆形灯灯盘外壁铭文有“昌邑籍田”的
字样，与刘贺墓中出土的昌邑籍田铜鼎一同成为西汉籍田
礼仪的重要实物资料。而灯盘外壁刻有“李姬家定”铭文的
青铜豆灯被认为是刘贺祖母（汉武帝宠妃李夫人）的转赠流
传之物。此外有一件青铜豆形灯灯盘外壁与灯座上皆刻有

“南昌”二字铭文，是迄今在江西发现的最早的有关南昌的
实物资料。

青铜釭灯。《释名》言曰：“釭，空也；其中空也。”釭本义是
指铜质车辆构件。此外秦宫殿遗址上也盛行以釭为建筑饰
件。它的特点就是中空，管状。因而带有管状导烟构件的灯
具被称为“釭灯”。

海昏侯墓出土的釭灯中最为精美著名的当属青铜
雁鱼灯，成对出土于刘贺墓北回廊。灯具造型总体呈鸿
雁回首衔鱼状。圆形灯盘上放置有弧形遮挡板作为灯
罩，可开合旋转调节灯光的方向和亮度。灯盘也可取下作为独
立行灯。铜灯通体鎏金，精美异常，目前全国出土的青铜雁
鱼灯中，仅有海昏侯墓是成对出土，足见其珍贵。它
们与满城汉墓出土的著名的长信宫灯使用原理
一致，属于典型的单管釭灯。

青铜连枝灯。又称多枝灯，顾名思
义，此类铜灯装有多枚灯盏，灯的整体
造型如枝桠繁茂的大树。学界有观点认
为连枝灯造型和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铜树
一样，都与神树扶桑有关，蕴含着“升天升仙”的思想
在其中。

海昏侯墓出土有两件青铜连枝灯，枝桠部分以榫

卯结构与树干相连，四个分支
上各托置一灯盘，主干顶端托
一灯盘。柱底部延展为镂空喇
叭状，镂空处为似龙形动物
纹。灯盘错落，点燃后犹如火

树银花，照亮空间更广也
更显辉煌。

海昏侯墓出土青铜灯
的谱系源流。孙机先生在《中国

圣火》中做出过“实际上不亚于早商时
期我国已创制出点燃油脂的灯具”
的推断。不过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
中国灯具起源时间大致在春秋晚期至战
国早期。早期的灯与豆的渊源很深，保
留有大量豆的特征，豆作为一种食器，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晚

期，商周发展迅速，春秋达到顶峰。它的形制即为顶部有浅盘，
中部为柱状柄，下部为喇叭形座。所以形制类此的灯具又被称
为豆形灯。此外《尔雅释器》中云：“木豆谓之豆，竹豆谓之笾，
瓦豆谓之登。”“登”与“鐙”互通，而“镫”即指油灯，可见豆与灯
的渊源。其他形制的灯皆在豆形灯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及
至战国中期以后，灯已成为贵族日常生活中的常用器具。汉代
灯具在造型上继承了战国的样式，但又有所发展。例如，汉代
连枝灯整体形制上保留了战国连枝灯的造型风格，但灯具的
气质却截然不同，融入了汉人的幻想、憧憬，充盈着汉代人“羽
化升仙”的思想，也因之在灯具的细节上的表达越来越多样
化。汉代青铜灯具与其他青铜器一样，风格由先秦的作为礼器
与祭器而具有的厚重深邃，转向了生活器皿的朴实。汉代贵族
使用的灯具风格瑰丽，蕴含神性却不神秘，充满着生活的气

息。素净优美的造型是灯具设计的趋势。在中国古代灯具由
礼器向生活器转变的过程中，汉代铜灯具起到了承前启后
的作用。
海昏侯墓出土青铜灯的文化内涵。自武帝开始，汉代社会

步入鼎盛时期，器物文化内涵渐趋丰富多样化。汉代中期经
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强盛，使得彼时的器具重“阔大”，像汉

代多枝灯高者达一米多，灯全点燃时有如火树银花。
此时期的器物与汉代初期统治者为恢复经济发展所
推行的与民休息、节欲崇俭政策下的器物制造风格

有着相对明显的差别，且有严格的等级界限。铜质、铁
质灯具都是基本集中于当时的统治阶层，而贵族所用铜灯

制造机构的中央归属性质，也是等级区分的另一种形式；铜
灯的形制大小与装饰也无不体现着墓主的贵族阶级属性。
例如连枝灯类较大型立灯一般常见于贵族日常生活与墓葬
中，此外青铜雁鱼灯和连枝灯都进行了工艺复杂且用材珍
贵的鎏金处理。技术与工艺方面，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铜灯映
射着铜制器具的大量生活化使用，而豆形灯、单管双管釭灯、
连枝灯和浅盘形灯等多种造型的铜灯的出土，则从某种程度
上反映着汉代青铜生产技术的进步。古代灯具所使用的照明
燃料中的动物油脂燃烧形成的烟雾很容易造成室内空气污
染，而釭灯则很巧妙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以单管釭灯青铜雁
鱼灯为例，其使用时产生的烟雾会因虹吸原理通过大雁的脖
颈导入雁腹部所盛放的清水中，并被清水消融。这与河北满
城汉墓出土的举世闻名的长信宫灯使用原理一致。海昏侯墓
出土的多类型青铜灯的造型与纹饰都反映了一定意义上的
汉代社会的文化信仰、丧葬理念与祭祀礼制。武帝时期开始，
儒学复兴，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等学说影响着汉代艺术设计
思想体系的建构。汉画像石（砖）中常见阴阳五行相关的符号
和图案，而相关元素如雁、鱼、扶桑树也出现在海昏侯墓出土
青铜灯的造型中。其中雁与鱼是隐喻的阴阳五行观念图像
符号，连枝灯树形造型的寓意与以三星堆青铜神树为代表
的神树信仰也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共通之处。祥瑞观念被汉
代统治集团和贵族阶层所青睐。以铜釭灯中的青铜雁鱼灯
为例，雁在汉文化中被赋予兼具“仁义礼智信”多种特性的
祥瑞之物。

（作者单位：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

墓葬内出土的陶灶是以日常生活中的灶台为原型制作
的，最早出现在关中地区的战国晚期秦墓中，数量较少。汉代

“事死如事生”观念盛行，这一思潮影响下，作为陪葬的一个重
要器类，陶灶在两汉时期的墓葬中普遍出现。关于灶的类型学
划分，学界已多有研究，划分方式各不相同。根据江西省博物
馆藏江西地区汉墓出土陶灶的平面形状，将其分为船形灶和
长方形灶两大类。所称灶之前后左右，以灶门所在为前，人在
灶前观察时，人之左右为灶左右。

江西出土西汉时期陶灶少见。从目前已知西汉时期墓葬
发掘的资料来看，只有 1973年在南昌市东郊贤士湖南畔西汉
家族墓地中的M13出土一件陶灶。该墓的时代为西汉中期，发
掘简报描述为“陶灶为平面长方形，正面有四个灶门，灶面上
有四个火眼，火眼上放釜、甑、锅。后缘和左侧面有矮隔墙。隔
墙内有一烟囱。长 43.5厘米、宽 15.5厘米”。灶为泥质灰陶，正
面即前面的四个灶门不落地，灶面上的四个火眼一字排开，从
左至右依次放置浅腹盆（或可称锅）、釜甑、深腹盆、水罐，灶的
后面及右侧有挡火墙，烟囱位于两挡火墙的交界处。这件灶特
色鲜明。一字排列的四个火眼与前面的四个灶门相互对应，可
根据需要决定点火的数量，既可单独点火燃烧，也可四个灶门
同时点火燃烧，设计合理，高效节能，在全国已发现的汉灶中
也属罕见，充分体现了江西汉代先人的智慧。此外，1986年南
昌市京家山市罐头啤酒厂基建工地发现两座汉墓，简报提及
也出土过陶灶。因破损，没有具体介绍其型制，墓葬的时代应
为新莽时期。

东汉时期江西人口和经济较西汉显著发展，也更为富足，
墓葬内随葬灶的现象非常普遍，以陶灶占绝大多数，出现了极
少量的铜灶和石灶。从灶的形状来看，大体上可以分为船形灶
（A型）和长方形灶（B型）两大类。

A型：整体呈船形，不封底，前端有拱形或长方形灶门，灶
门绝大多数落地，灶面火眼呈一字排列，多数为三孔，少量二
孔。多为素面。根据灶尾和灶面的形状可分为两个亚型。

Aa 型，两端平切或灶尾略圆弧，前宽后窄，两侧弧形，
呈腰鼓状，有的灶尾有一小缺口用作烟囱，灶面平整，多数
三孔灶的中间火眼孔径略大些。根据没有被扰乱的墓内出
土时的情况来看，出土时灶孔上一般放置有釜、甑、锅、水罐
等，质地或陶或铜，且釜、甑基本上是叠加放置在中间的灶
孔上，前后两孔放置的器物不固定，但大多是前置锅，后置
小水罐等，这些器物均与灶可分离。这是江西东汉时期最为
常见的灶类。这类灶大多前后两端宽度相差不大，左右两侧
略弧，此式灶出土最多，流行整个东汉时期。一般东汉早期
的灶为泥质灰陶，东汉中晚期泥质灰陶和绿釉陶两者都有，
以绿釉陶多见。所见泥质灰陶灶：灶尾略圆弧有一小缺口用
作烟囱，灶面三孔，前孔承锅，中孔甑、釜叠置，后孔放小
盘。釜作罐状，与一般江西汉墓内的釜为腰沿形不同，通体
饰细密凹弦纹并涂硃。高 12 厘米、灶长 37 厘米。1972 年南昌
市区永和门外贤士湖畔的薛家岭东汉早期墓出土。所见绿
釉灶：前端有落地拱形灶门，灶面上有三个灶孔，中间孔径
最大，放置釜、甑，后孔放置一折腹罐，前孔放置一绳索形双
耳锅。通高 35.2 厘米、纵 56 厘米、横 28.2 厘米。1960 年南昌
市双港东汉晚期墓出土。三孔船形灶上除放置陶质的釜、锅
等明器外，也有放置铜器的，如江西南昌青云谱汉墓群中
M1 中（东汉早期）出土的灶，出土时泥质灰陶灶的三个灶
孔上，前一火眼上放铜锅，中间火眼上放铜釜，釜上套铜
甑，后一火眼上置陶水罐。这种陶灶与铜质釜、甑、锅和陶
水罐的组合与放置方式还在 1972 年南昌市青云谱施家窑
东汉中期偏晚墓葬中也有出土。江西德安县九岗岭汉墓群
东汉早期偏晚的 M2 中出土了一件二孔灶，前后两端平
切，且宽度基本上相等，灶面设二个火眼，出土时灶眼上分
置釜、锅。长 36.4 厘米、宽 12-19.6 厘米、通高 18.8 厘米。上述
灶的前后宽度相差不大，也有部分灶的前后两端相差较大，
前端比灶尾明显加宽，两侧弧度加大鼓出明显。高 18.3 厘
米、纵 65 厘米、横 36 厘米，江西省工农中学出土。此外，还有
少量的灶，两端平切，两侧灶壁上下较直，中间有折痕，平面
呈六边菱形。

Ab型，灶前端平切，灶门大多落地，部分灶门不及底，灶

尾相交呈分水式，有的灶面平整灶尾不上翘，有的灶面略弧灶
尾锐尖翘起明显，两侧或直壁或弧壁。除陶灶外，还见有铜灶。
陶灶灶壁及灶面略弧，灶尾有一出烟小孔。高 15.7 厘米、长
40.1厘米、宽 19厘米，南昌市第一交通路砖瓦厂汉墓出土。铜
灶：灶面平整，灶尾略上翘，灶壁较直，高15.5厘米、长44厘米，
1965年南昌市塘山公社星光大队青山湖畔江西大学东汉晚期
墓出土。

B型：整体上呈长方箱状，灶身较长，封底，并伸出有地台。
灶面上有竖列的三个灶眼，前端灶门上方有与灶面等宽的额
墙，后端中部有烟囱呈龙首状并向上斜出。灶面及灶壁刻划有
几何线条纹。

此外，在江西一些市县级博物馆还收藏一些型制较上述
两类不同的灶，来源不明且数量很少。略举几例。宜春市博物
馆收藏椭圆形灶，也可看作是船形灶的一种，均为二孔灶，
目前不见江西汉墓发掘报告中有同类器物，其造型也略有
差别，有的整体呈椭圆形，灶面较平整，有的底部呈椭圆形，
灶尾一端上翘，另一端圆弧略上拱，灶面略弧，有的呈前大
后小的椭圆形，灶面平，灶壁下部外撇。上饶市博物馆收藏
带足铜灶，灶面前方后尖，呈舟形，灶尾有一圆柱兽首形烟
囱，灶面三火眼呈“品”字形，其上各置一釜，两个小型釜中
各放一勺，平底，灶底为四足，有学者认为此类灶的性质应
与“行灶”有关。

江西地区出土的灶以A型（船型灶）占绝大多数，船型灶
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都有发现，主要流行于江汉地区和吴
越地区。它的流行与长江中下游流域的生态环境与生活方式
有密切关系。《史记·货殖列传》载：“楚、越之地，地广人希
（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
这种自给自足生活的来源主要为水生之物，因此船在该地区
人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而作为“生养之本”的灶模仿船的型
状也就不足为奇。江西地区在春秋战国时属于“吴头楚尾”，
受楚文化与吴越文化的共同影响，加上“襟三江而带五湖”
的地理环境，区域内河网密布，水系发达，船的重要性尤为
突出，这一天时地利因素在汉代依旧，因此船形灶成了江西
地区汉墓中出土最多的灶类，并且该型灶的持续时间较长，
流行于整个东汉时期。B 型灶因灶下有底可以保证灶身干
燥，主要流行于气候更加潮湿的赣南和岭南地区，从西汉中
期开始出现，一直持续至东汉晚期以后，在江西地区有零星
出土。

虽然江西汉代之后灶的构筑材料和工艺不断变化，但汉
代灶基本形态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极为深刻。

（作者单位：江西省博物馆）

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铜环权，共计 12枚，引发了
学界关注。这套铜环权继承了“楚衡”的形制，主要用于称
量黄金和一定质量的铜钱，它不仅丰富了对汉代铜权的
认识，也为中国古代度量衡制度研究提供了新的物证和
参考。

结构功能和使用方法。海昏侯刘贺墓出土铜环权外侧
圆、内侧棱形，与《汉·律历志》所载环权“圆而环之令之肉
倍好者”相符。按照《长沙楚墓》对“楚衡”中环权的分类，刘
贺墓出土铜环权应继承了“楚衡”中的Ⅱ式环权。据资料统
计，有自重刻铭且保存完好的西汉铜权有5件：自铭“重斤
十两”者三，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官纍铜权、上海博物馆藏
官纍铜权、旅顺博物馆藏官纍铜权，三者形制相近、皆为锤
型权，《秦律·效律》中有“黄金衡，羸不正，半朱（铢）以上，
赀各一盾”，丘光明先生考证这类铜权可能是专为称量125
枚五铢钱而特制的定量砝码；自铭重“一斤”者两，一件是
北京大学考古系藏“武库一斤”铜权，形制也是锤型权，是
武库使用的标准器，另一件则是刘贺墓出土“大刘一斤”铜
环权，实测质量为 246.6 克，应也是一件标准器。按照“楚
衡”的形制，一套完整的楚衡环权型天平应包含衡杆、砝
码、托盘、托盘的丝线以及系提钮，由于衡杆的材质多为有
机质，易腐烂，刘贺墓出土文物清理至今未见明显的衡杆
或其痕迹。楚衡属于等臂天平，两端重心到支点距离相等
即“等臂”，当两端质量相同时，天平处于平衡状态，用一端
已知的砝码质量来表征另一端需计量物品的质量。为保证
测量精度，吊盘、吊盘中物品、吊绳的重心与吊绳的悬点要
处于同一竖线上。刘贺墓出土铜权为环形，便于逐层累加，
其几何中心就是它的重心，只要将其累好放置在托盘的正
中间，就能保证精密测量的要求。

权值特点。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 12枚铜环权，按照实
测质量及尺寸，可近似分为两组同样的环权组合，在迄今
出土西汉铜环权中，仅见于此。6个量值的铜环权依次代表
五铢、一两、二两、四两、半斤及一斤。两组环权作为一套砝
码使用时，经过组合，共可称量 434种质量，测重范围为五
铢至三斤十四两十铢，中间测量值间断不连续，在“铢”一
级单位中，只能精确到5、10两个数值；在“两”一级单位中，
可以逐一连续性递增；在“斤”一级单位中，从半斤开始，最
大到3。如将这两组环权作为两套独立的砝码分开使用，则
每套砝码可称量63种数值组合的质量，测重范围为五铢至
一斤十五两五铢，在“铢”一级单位中，只能精确到5一个数
值；在“两”一级单位中，可以逐一连续性递增；在“斤”一级
单位，从半斤开始，最大到1。由于刘贺墓未见衡杆和托盘，
不确定这12枚铜环权是否属于同一权衡器，但是不论其属
于一个还是两个权衡器，都具有最小测量值为五铢、量程
小、测量值不能连续等特点。

用途。一是称药材说。《汉书·武五子传》中记载刘贺
“疾痿，行步不便”，在刘贺墓主椁室的西堂、东寝的棺椁旁
边各发现了一张床榻，均有2米多长，应与刘贺行动不便需
要躺卧有关。在刘贺墓中还出土了较多治病养生的物品：
地黄属植物的中药炮制品、“医工五禁汤”漆盘、药丸、药
臼、药匙、专门的药量、尚在整理中记载有方剂内容的简牍
等。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医简《五十二病方》，成书于秦汉
之际，在方剂的计量上没有使用到质量单位；天回镇老官
山汉墓出土医简《六十病方》，成书于西汉初期，容量单位
使用较多，在质量单位上只很少使用了“两”“斤”“石”，

“铢”没有出现，两部医简均大量使用了估量单位，汉代药
剂的用量应是比较大且不甚精密的。刘贺墓出土有成套药
量，与西汉医简中多使用容量单位是相符的，这套药量是
被专门装在配套的银扣漆盒里，置于棺内头箱位置的，可
见在“事死如事生”的观念之下，药剂对身患痿病的刘贺的
重要程度。该套铜环权用于测量药材质量的可能性不大。
二是称铜钱说。海昏侯刘贺墓出土了约三百八十多万枚五
铢钱，数量如此巨大的五铢钱，整齐存放，应是作为储积钱
币，不需要在市场上流通，加之五铢钱是国家以法律手段
推行的法定货币，其价值主要靠国家的权威维持，即使在
交易过程中只要钱文清楚，也不需一一进行称量。因此，认
为刘贺墓出土铜环权用于称量单个铜钱的可能性不大。由
于埋藏地底多年，刘贺墓铜钱在出土时，仅可辨部分铜钱
通过麻绳串联成串，钱串首尾处绳结清晰可辨。经清理，
发现刘贺墓中的铜钱串，每串个数不一，但有 100枚铜钱
处打一个绳结的情形，另外还发现有墨书铭文“海昏侯家
钱五千”的封泥匣，据此推测有 100枚铜钱为一小节，5000
枚铜钱一大串用封泥匣固定的情况，综合出土铜钱数量
和封泥匣数量的比例来看，应该不是所有的铜钱都是以
此为次序保存的。出土西汉铜钱串更多的是无序性，这种
无序性有可能是因为时间久远，墓中保存现状没有表现
当时下葬原貌，加之西汉“官纍”铜权自铭“斤十两”即 624
铢、被认为是称量 125 枚五铢钱的专有衡器和刘贺墓环
权权值设置的多样性等，刘贺墓出土的这套铜环权可能
用于称量某些固定质量组合的铜钱。三是称黄金说。刘贺
墓共出土黄金铸币 478件，其中金版 20块、金饼 458枚，总
质量为 115 公斤，是迄今我国汉墓考古发现金器数量最
多、种类最全的一次。为论述方便，本文描述刘贺墓出土
金饼只在外形加以区分。刘贺墓出土的 458 块金饼，有
385枚为扁圆形的饼状黄金铸块，质量均在 250克即汉一
斤左右，这也和学界所普遍认可的“一黄金一斤”的观点
相符，其中有四块为墨书金饼，目前可释读出 15 个字：

“南藩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酎金一斤”，直接证实了西汉
的“酎金”制度，据《汉书·王子侯表》记载，汉武帝时期，有
多位列侯因“酎金事件”被夺爵。同为列侯且经历曲折的
刘贺对于酎金事项，在进献之前，势必要称重，以确保达
到或略大于“一黄金一斤”，而带铭“大刘一斤”铜环权就
是一斤，极有可能是专门用于检测此类金饼质量在制作
或流通时是否达标的专有环权。458 枚金饼中还有 73 枚
中空圆台体、上部开口、总体略呈杯形的黄金铸块，可分
三种：其一是 240克至 260克即合汉一斤；其二是底面椭圆
形的为60克；其三是底面圆形的为40克，这三者虽大小不
一，但其质量是有序的，需要称量来确定审核的。认为海昏
侯刘贺墓出土铜环权的主要用途之一就是称量黄金，用于
检验黄金铸币的质量是否达标，使其符合祭祀、储存、赏
赐、馈赠的要求。

总之，海昏侯刘贺墓出土铜环权，继承了“楚衡”的形
制，量程小、精度高，主要用于称量黄金，辅以称量固定质
量组合的铜钱。作为度量衡器，环权所代表的更是一条准
绳或者一种约束，自上而下代表了“皇权至尊”，是对社会
秩序的规范；从下至上则通过对物化的遵守渐变为思想上
的认同，是对最高统治者的绝对服从，是刘贺臣服于皇权
的具体体现。

（作者单位：江西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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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江西汉墓出土陶灶
黄华清

海昏侯刘

贺墓已出土的

青铜灯，在器物

造型结构上，基

本可以分为豆

形灯、釭灯、连

枝灯、浅盘形灯

四大类，其源流

谱系明晰，文化

价值较为突出。

铜环权

南昌市区薛家岭东汉早期墓出土灰陶灶

南昌市双港东汉晚期墓出土绿釉灶

灶作为饮食生活的基本设施，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灶

的发展反映饮食生活的发展，也是生活富足的衡量标志之一，

《汉书·五行志》称：“灶者，生养之本。”汉代灶的形态，对后世

影响极大。


